抗战期间盛湖中学二三事
王尔龄

母校盛湖初级中学创设于沦陷时期。1943年开办，招收两个年级各一班。数年后母校执教外语直到退休的马明融、一直服务于桑梓教育事业的董明义、俞韵芬诸学长都是它的首届毕业生。我是1944年入学的，至1948年毕业，盖其间曾经休学故也。每个年级各用校训的一个字为级名，校训为“勤朴勇诚”四字，因而我先在勇级、后在诚级。但更后的几届恐怕就不再如此使用级名了吧。

当时的学校不仅有校训，还有校歌，几乎每天都要唱一遍。校歌的后半段歌词是：“勤朴勇诚，矢志不移，储才救国复兴自可期。毋忘前人，毋忘校训，我校师生共勉之。”何人作词，当时不曾问过师长，后来也终于不明白。但这首校歌，受到敌伪的注意，却是听首任校长马蜚英先生说过的。敌伪方面来校“突然袭击”，责问：“为什么说‘储才救国’？”马校长似乎早有准备，用汪伪政府的‘和平救国’以对。他们来势汹汹，结果悻悻而去。直到抗战胜利，马校长对我们讲校史，说及此事，告诉我们：汪精卫的“和平救国”是把他的屈膝投降作为已经得到“和平”、已经是“救国”来说的，我们的校歌里没有这种“和平”，而着眼于储才，储才是为了救国，那就意味着抗战。

然而，敌伪没有查我们的课程。他们定日语为必修课，代替英语。我们的课程表上有日语，却又用“选科”把英语课掩藏起来。如果他们突然进校，就会听到英语读说的声音；即使不来学校，也能从学生的家庭作业里查到这个不是秘密的“秘密”。或许是没有查，或许是查了并无所是得——没有人原意“泄密”。日语是列入课程的，学校自聘的教师是前清秀才沈俊，字职民，因为“以字行”，所以能常只知其字，不知其名。我是后来向他学《古文观止》听他讲典章制度时知道的，依稀记得是讲“字以表德”时提到：“比方说，我姓沈名俊，字职民。”他的日语，大约是清末废科举之后进上海龙门师范（江南举人、秀才颇多入龙门师范以取得讲授新学的资格）学来的。在课堂上他总是用带点吟诵古文的声调读日语句子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这是……。”可是，一年读下来，我们连片假名、平假名也没有认全。当日本占领军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时，谁肯用心读日语呢？若干年以后，有人说，这是抵制学日语。如果一定要说抵制，那也是出于大家心里不愿意，谁都不曾发动过，也没有人领头。沈职民先生当然“心照不宣”，期终考试命题要求很低，我们并无作弊的习惯，居然都能对付过去。这种情形，其实也不独我校为然。

1944年开学不久，敌伪忽然要沦陷区的中学生上街演讲“‘九·一八’纪念”。“九·一八”，我们后来当然知道是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的日子，当时距离日本侵华战争的尽头已经为时不远，何以要有此街头演讲，至今不得其解。其时首先感到为难的，自然是马校长。他终于想出了应付之法。9月18日课前，他从全校仅有的四个班级中每班召去一人，我亦在内。他告诉我们，要带领几个人上街演讲，并口授了讲词：“今天是‘九·一八’纪念日。这个日子，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。现在是‘非常时期’，‘非常时期’要刻苦努力……”四人之中，有一位是嗓音极好的金瑞玉，她说：“人数够了，我就不去了。”她终于不曾参加。这位同窗就是后来成为苏州评弹团演员的金凤娟。近年和她重提旧话，她也记得五十年前的这一段往事。回想起来，马校长这篇口授的演讲辞，既不愿讲日军胜利，又无法讲抗日救国，就用“想必各位已经知道”含糊过去，而“非常时期”是日伪报纸上的常用语，拉它来利用一下，以避开敏感的时事问题。就这样用煞费苦心的演辞，煞有介事地演说一番，对付了这个难题。我们依照这一口授的讲辞，每一街头由一人站在凳子上俨于然地演讲，每处只限一个人次，因为“众口一辞”的演辞是不能在同一地点连讲两回的。

草创时期的盛湖中学，校舍借绸业公所，教学设备简陋，没有图书馆，没有实验仪器，除了课桌椅、办公桌以外，几乎一无所有，有的只是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校董会、教职工。虽是私立学校，却只能参照公立学校收费，因为清寒子弟太多，不能拒之门外。打从抗战时期开始，教师的待遇，不论在大后方、沦陷区都大幅度下降，沦陷区尤甚。难得的是母校教师都安贫乐道，认真教学。更为可贵的是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下，马校长和全体师生团结一致，临阵不慌，巧与敌伪当局周旋，维护了民族尊严。

